
斯密开始就“将全球视为一个市

相对于 世纪末以降的“全球化”，发生在

世纪末开始的以信息技术和互连

世纪中叶

之后的百年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也是一次被纳入“全球化”

的历程。为了将两次“全球化”区别开来，这里引入“前全球

化”和“后全球化”这样一个说法。前次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

的资本市场的拓展，对于

网为标志的“全球化”，只能算是一次“前全球化”。为什么这

样说呢？首先，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追求，用殖民战争第

一次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闭塞的中国也被卷入这

一世界变革潮流。其次，比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农业

文明，以现代化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具有明显的世界性，

不仅生产受世界市场的影响，而且消费也是世界性的，资本的

发展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追求世界市场的渴求。这正如阿芒

马特拉认为的那样，从亚当

场、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国富论》中提到的“全球化”、“宇宙



化”，就是“通过市场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共用空间”

法①

。第三，

这一全球化的进程是与现代传播系统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

如，铅字印刷技术和大机器化的采用、普及，电报、电话等现代

通讯技术的发明、应用，横跨大西洋的海底通信电缆的成功铺

设等等，都为“前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技术和信息支持。

从此，人类文明的制导系统发生了变革，现代传播开始参

与历史进程的建构。

在无法回避的“前全球化”的冲击下，机遇和危机同时走

向古老的中国。

年，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枪击炮轰，自清初开

始封禁的锁国大门在紧闭了二百多年后终于被迫打开。家国

一体的正统秩序，泱泱大国的威仪、自尊，锁国闭关的安宁与

平静，这一切似乎合法的运行轨迹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崩裂、

走样，整个民族赖以维系的命运支点蓦然间粉碎了、消失了。

从此，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古国便踏上了动荡、屈辱、

戒备、迷惘的求索之路。

。这描述的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

“时间的河谷出现了断裂，人们恰恰被抛弃在无可依傍的

断层空间”

之将夕，悲风骤至”，早在

痛楚与困惑的选择是无奈的，但谁让我们不早一点觉醒、

自强呢？‘ 年，时代的预言家

龚自珍就对封建衰世的命运发出警示。在《尊隐》篇中，他对

比描述了“京师”和“山中”的景象。那“荣华富贵的最后一代”

阿芒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特拉著，陈卫星译：《马特拉的词与物》，《世界主义与

文化霸权（代译序）》，第 年版。

页，上海三联书店， 年版。以下许纪霖：《无穷的困惑》，第

引据本书版本同。



人为之波涛” 。可悲的是，清醒者的呐喊被暗夜里的

和“受苦受难的最后一代” ，就是对封建末世命运的宣言。

作为封建专制集团的一分子，他想唤醒昏昏然的当政者，奋发

图强，以避免衰亡的命运；作为主流话语圈的边缘人，他抨击

时政，呼唤风雷，渴望革新力量的崛起，并将希望寄托在“山

中”世界。他相信“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

声淹

没，抑郁不得志的龚氏不得不道出最后的忧思：“起视其世，乱

亦竟不远矣。”

历史的发展，不幸被龚自珍言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殖民战争，自大、麻木的政治集团束手无

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软弱和无奈，但其灵魂仍然沉浸在天

朝威仪的亢奋中。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统治者

心态依然陷于“夏”“夷”的臆想构架，整个民族仍然缺乏深刻

的反省和检讨，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更大的悲剧。因此，发生在

世纪中叶的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最初见面和碰撞，只能

是浅层次的、表面化的，它无法给病人膏育的中华民族带来深

刻的震撼和警醒。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中

页，巴蜀书社，王俊义、曲弘梅编：《龚自珍魏源诗文选译》，第

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页，中华书局， 年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页。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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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尽管已开始了被迫的门户开放和学习，但是，无论是洋务派

还是保守派，对西方文明的整体认识都还十分模糊，“中学为

的思想在维新变法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个

。郭

体，西学为用”

明证。

此间，除了器物层面的学习、引进，任何对传统文化、体制

的怀疑和反思，都会受到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压制和警告，甚至

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悲剧具有典型意义。

年 月，清政府任命熟悉洋务的福建按察使、翰林郭嵩

焘为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出使大臣，顿时谤声四起，舆

论纷纷指责郭嵩焘为士大夫蒙耻。一首讽骂的联语这样写

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上下左右的指斥声中，郭嵩焘于翌年赴英，但厄运并未停

止。作为驻英使臣的郭嵩焘携其夫人宴请外宾，这本是正当

的社交礼仪，但舆论哗然，“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

年

嵩焘的旅途见闻《使西纪程》按朝廷惯例寄回国内，文内记述

了对外国政教见闻的观察，并指出了办理洋务的得失，意在为

国内官员提供参考，但却遭到士大夫的群起攻讦。最后他不

仅未得朝廷重用，而且受尽了保守派的攻击、嘲弄，于

日。月年《申报》

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

② 王 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三日，转引自刘志琴主编：

年版。册，中国书店，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



年以前，这种影响效果是极其有

年，首批中国留美学生

抑郁而死。此番出使，郭嵩焘不仅受皇命差遣，而且由垂帘听

政的慈禧太后多次召见，可谓恩宠有加。然而，在士大夫阶层

的群起打击、排挤面前，连当初派遣他的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保

全他，由此可见士大夫阶层保守思潮的势力之大、之强。统治

者根深蒂固的“夏夷”观念和无知，将一位热心洋务的外交官

逼上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祭坛。

因长期受异域社会平等、自由思想和生活习俗的影响，遂有

忘祖”、“丧失德性”

剪辫、穿西装、去教堂之举，士大夫闻风，批评、攻击他们“数典

，朝廷遂下令撤回留美幼童，使近代第一

次官派留学中途夭折。上面的例证，只是戊戌变法前保守与

革新势力相互抗争的一个侧面。由此可见，真正向西方的学

习在当时十分艰难，充满禁区。朝廷上下，把持主流话语圈的

当政者和士大夫阶层只是想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兵工、

制造之术，他们在心底里认输的只是“技”不如“夷”人。所以，

提倡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人士，如覆薄冰地琢磨着怎样曲折地

表达自己的见解，思想的萌芽处于非法状态。

搭乘商船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开始了他们全球化的宗教

传布和文化传播。他们曾雄心勃勃地开列过一份影响中国士

大夫的计划书，然而，在

汤因比说的，“在接受世俗化

限的。倒是没有功名的下层人士在学习西方时表现得直率而

又坦荡，这包括对西方器物的应用、谋生技能的掌握、医疗和

教育的接受等。正如阿诺尔德

页。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



年的甲午海战失败，举国震怒，引

英

的”

的近代西方文化方面”，中国和日本“都是自下而上地发轫

。然而，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最终发生大范围、深层次

的交流、对话还得通过士大夫阶层，因为他们掌握、控制着整

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只有变革的力量最终影响了他们并产

生某种作用，文化的传播才算真正实现了其最初的目的，这是

显而易见的事实。

伴随着

报刊、出版、学校的

世纪中后期政治集团提倡“洋务”这一显性学

习，域外文化的隐性传播在民间如一股暗流在涌动，这就是现

代传播系统的中国化、现代传播媒介

扎根和萌芽。尽管早期的域外文化传播仍只限于器物层面的

学习、借鉴，但随着全球化殖民统治强行登陆的外报和教会学

校，不但为国人办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人才资源，而

且培育了广泛的读者群。同时，教会学校的迅猛发展，刺激了

中国民间和官方的办学，从而出现了中国士绅与传教士争夺

教育阵地的办学竞赛。这一切都孕育着对域外文化的全面学

习和反思即将展开。

爆了中国思想界的火山。耻辱情绪加速了反思的进度，强国

保种的民族救亡压倒了一切。于是，学校和报刊的大力创办，

作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被趋新士大夫提上议事

日程。禁区终于由维新变法人士撕开，挟裹着西方文化的新

学说和新思想通过新兴的现代传媒大量涌入，有力地配合着

由皇帝和趋新士大夫发动的变法运动。戊戌以降，终于迎来

了一个国人办报和办学的时代，文化传播输入了新的学理、思

阿诺尔德

年版。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册，第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维方式的一大突破”

想，同时也带动了传媒本身的发展。它们像两只车轮，艰难地

碾压出了一条思想解放之路。不但形成了参与社会、文化变

革的“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而且影响了教育体制的现代

转型和国民教育的普及，使日益壮大的新知识群体成为社会

变革的主体力量。从此，“救国的思考点从客体转向主体，从

注视外在的物化形式转向透视内在的国人心灵”，实现了“思

。从被迫打开国门到实业救国、维新救

国的失败，趋新人士终于从鲜血的教训中走出，掀开了文化反

思和文化重建的新篇章。

之所以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及新

文学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史实际上就是

中华民族在“前全球化”的驱使下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现

代传媒不但是文学传播的载体和媒介，而且，它引进了一整套

新的价值系统，它的现代理念、生产方式、公共性改变了传统

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所以，从文化传播史入手可以更真实

地触摸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对此，曹聚仁有着

明确的认识，“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

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

社， 年版。

页，湖南教育出版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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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研究中，阿英、张静庐两位很早就致力于晚清

业发展史” 。陈平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现代文学史家王瑶

很早就注意到了报刊研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认为“现代文学

之不同于古典文学，与其发表形式与生产流程大有关系”，“阅

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

解” 。我以为，这一看法确实一语中的。王瑶不仅注意到了

刊载形式的不同对文学的影响，而且，也看到了文学生产、传

播、买卖的文学生态系统和流通过程对文学的影响。现代传

媒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它直接改变了文学创

作的思维形式，将文学纳入一个公众参与消费的空间，只有回

到这一特定的氛围中，作家真实的精神状态和作品的价值才

会在文学史家那里得到真实的显现。同样的话题，在新闻史

研究专家方汉奇那里也得到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不仅中国

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通过报纸与读者见面的，而且，

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也是通过报刊这个阵地滋生、发展起

来的

报刊与现代文学史料的辑录和整理。学人中郭延礼、吴小美、

陈平原、袁进、王中忱、杨义、陈万雄、杨扬、刘纳、孙晶、栾梅

键、鲁湘元等人先后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传播媒介和近现代文

学的研究。或从宏观入手，探讨新式媒介的兴起与文学的生

产、传播、发展；或从文学报刊史的角度编写“新文学图志”；或

致力于文学报刊、社团、出版机构与现代文学的专门研究；或

页，山西教育出版社，

页、第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

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华读书报》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

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日。

年

月年

年页，东方出版中心，



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

从市场经济和稿酬制的视角探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殊

现象。总之，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并取得了显著

使进入

的成就。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学说的引入，

世纪的文化传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特点，

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出现了

一批博士论文，从“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视角审视现代

中国文学的演变，使这一研究具有了多元性。所有这一切都

证明了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有更进一

步探讨之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自

年，但是，传媒真正对文学

世到以《新青年》、《新潮》等传媒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历史长达

世纪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却始自 年代以降，其重要标志

是“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的形成直接影响了文学的流变、

生产和传播。在此间，文艺杂志、报纸副刊和现代出版业的兴

起，有了专门的文学传播的媒介和载体，文学的大规模生产因

为新式印刷技术及现代传媒的支持成为可能；现代教育体制

的引入，不仅从旧的体制内解放了知识分子，使之参与思想启

超

蒙和社会变革，而且培养了大批的文学作者和受众。自梁启

年创办《新小说》掀起“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学

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由“公共舆论”参与

并导引的。所以，本书的展开主要围绕文化传播媒介的兴起、

转型，以及文化制导系统的变革所带来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对

话，来探索清末民初文化传播对现代中国文学变革的影响，从

而更为准确地考察新文学发生的要素和渊源。

首先，传媒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书写、生产方式，而且



的实验和冲

也使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革，即文学的生产、流通、

消费诸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革。这就是文本创作者身份的普

泛化，生产复制的机器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

化。现代传媒使文学由封建士大夫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变成

了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解放了文学，加速了文学艺

术的平民化过程。这既适应了开启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又

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其次，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

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

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

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潮、新风格，使清

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

的体认与个性

动。小说、戏曲原为文学的末流，长期以来被放逐到文坛正统

之外，随着开启民智的“新民”需要被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

（梁启超）的地位，实现了艰难的蜕变和转型。诗的神性规则

被打破，从“诗界革命”的通俗化、自由化到白话诗，不但诗体

走向解放，而且实现了“新意境”、“新语句”

化的追求。散文走出“古文”的阴影，打破了一切樊篱，直接与

社会变革相结合，从而孕育了充满“魔力”的“新文体”。总之，

“每一种文学体裁之改革，都以‘新民’和‘使民开化’为最急切

的目标，它们一致要将人民‘从睡梦中唤醒起来’，都以改造国

中国近代文学

总序

吴组缃、季镇淮、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鸟瞰

大系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第 页，上海书店出

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版社，

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中华书局，

影印本。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了”，所以，文化传播符号

年 月 日。

。民的文化心理素质为己任”

第三，无论是文学市场化、大众化，还是文学观念的现代

新变，都预示着传统文学的话语形式已再也无法“旧瓶装新酒

语言文字的变革十分紧迫。这

就是由传媒直接导引、参与的两次白话文运动和自清末开始

的汉语拼音实践。目的就是要让汉字简单、易学，成为一种开

启民智的工具、文化传播的工具，实现“言文合一”。“文学的

国语，国语的文学” 这一理想终于由新文学完成。

所以，我认为，新文学的发生，不是 世纪初叶一帮留学

生振臂一呼于一朝一夕间发动起来的，它是“前全球化”下殖

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相抗争的必然结果，同时伴随着对域外文

明的强烈渴求。它在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一维新士大夫文人

一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

与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晶。清末十字军东征带来的

“剑”与“火”，在刺伤国民自尊的同时点燃了域外文化与传统

文化碰撞的导火索。士大夫们从拒斥、犹豫中开始反思，文化

的“开启民智”、“文学救国”的烽烟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

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几乎与如火如茶的民族革命同时成

长，势如破竹。这一切都使得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

了激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和碰撞，从而激活、重构、刷新着传统

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惊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参照坐标。中

国文化的制导系统在此间发生了创造性转化，催生了新文学，

页，江苏教育

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卷，第

出版社，

号，胡适：《新青年》第四卷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受众，他们是文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的承

。

世并不断支配、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流向。这就是

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发生的基本形态。

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对将要展开的研究对象 “文化传

美

播”这一概念，给予定位和限制，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传播主体 文化“把关人” ：报刊、出版机构的编辑，

翻译家以及新式学校的教育者，文学创作者等。

传播载体

传播内容

教育的内容等，同时还有媒介本身，因为马歇尔

为“媒介即是讯息”

传播对象

受者和体认对象，也是文化传播的中转站，因为文化的延续、

传播将由他们继续下去；换句话说，受传者同时也是传播者。

威尔伯 页，新华出版

社， 施拉姆的新闻工具的“把关人”论认为：

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第

年版。威尔伯

卢因在

“大众媒介是社会上的信息流通过程中的主要把关人中的一部

分。在信息网络中到处设有把关人。”主要包括：记者、编辑、教

员、作家等。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 年所写的《群体

马歇尔

的生活渠道》中提出，“把关人”又可称为“守门人”。

加拿大

馆，

介，“媒介即是讯息”，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

的尺度产生的。媒介具有塑造和控制的作用。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第 页，商务印书

年版。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

媒介：报刊、出版社、学校等。

信息：传媒所传播的文化、文学思潮和新式

麦克卢汉认



文化传播的内容对受众产生了怎样的效传播效果

果。

拉斯维尔的“五根据美国传播学家哈罗德

施拉

”模式，这

里的文化传播过程可以这样表示：传播者一讯息一媒介一接

受者一效果。简单地说，这一过程也就是指：谁通过什么渠道

给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当然，文化的传播决非完全

按照这一线性结构进行。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威尔伯

者）

姆的传播循环模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就是从编码（输译

信息一译码（解译者）编码一信息一译码（输译者）编码

是一个环形的、往复循环的过程。这使得我在研究过程中对

信息反馈在传播中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和注意。

清末民初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兴起，是“前全球化”这一趋

势的产物，但它提供了中外文化全面碰撞、对话的可能。本书

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两种异质文化是如何在对话、碰撞中影响

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新文学。现代传媒的萌芽、成长

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传媒和文化“把关人”

在整个清末民初文化传播历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文化人士

的互动对文化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如何辐射

到文学变革？所以，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的发展史探索

其对新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新文学的发生中寻找它的历

史渊源。

当然，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文化传播过程的某些环节有

时是交织、渗透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影响对文化传播整体思潮

的把握和观察。在复杂的文化传播现象和现代传播系统的发



展中，那些有代表性的传播媒介、文化“把关人”、文化思潮、受

众群体将得到关注，其余的都将作为背景资源给予透视。目

的是想通过点与面、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从文化传播学和新历

史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新文学的发生。

所以，这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史论，只是新文学发生史

的一个侧影研究。不完美之处自然存在，祈望读者匡正。



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中华民族，背着沉重的历史和文化包

袱，经历了从被迫到自觉的灵魂蜕变过程。早期现代传媒的

萌芽尽管是西方殖民文化扩张的产物，但是，随着文化传播的

深化，它的登场和参与日渐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现代传媒不仅作为域外文明与传统本位文化碰

撞、对话的媒介存在，而且成为走向现代化的象征，因为它在

重新架构社会组织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大众的思维方式。

传媒的公开性，传播的迅速、及时，辐射的广泛度，都与传统媒

介迥然不同。所以，阅读现代报刊、新式出版物成为接受各种

信息的主要渠道，这对于有着强烈入世意识的士大夫文人不

久便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时曾对

此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士大夫对于现代传媒的认识，实际上

更看重的是传播的工具化特质。于是，传媒的公共性和干预、

批判、向导的功能，日益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并辐射向大众，他

们越来越依赖传媒力量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因为这是发表



世纪末随着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而全面登

“公共舆论”正在发挥它的作

年版。

言论、参与政治的最佳舞台。

关于设立报馆的呼声自王韬创立《循环日报》起日益强

烈，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馆“耳目喉舌之

用” 的观点就是从这里来的。梁还注意到了报刊传播对于

民族强盛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他的文化传播观念。他

认为：“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报馆越多，国家越强盛，中国落

后的原因在于上下蔽塞，左右蔽塞，“喉舌不通”，“病及心

腹”。之后，围绕推广学校、设立书局和报馆的议论不绝如

缕，其目的都是以此作为开启民智、图强保国的民族救亡手

段。正是开明官员和趋新士大夫文人的竭力倡导，现代传媒

终于在

和加速器

场。新的价值观、文化习俗，以及政治、科技、经济、军事诸方

面的域外文明由此进入中国社会而与传统文明发生碰撞，在

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不论国民采用了怎样的接

受方式，域外文明的传入改变着中国社会，这一点确凿无疑。

随着传媒力量的日益凸现，逐渐形成了一个舆论空间，这就是

“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一股股不可遏止的新思潮借此喷

涌，社会变革因此而变得异常剧烈、活跃，因为社会变革的“能

动性的倍增器”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

美

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说：“在发展的社会动力中，第

一要素是灌输一种现代或是能动的人格。第二要素是能动性的

倍增器，即大众传播媒介。”转引自 韦尔伯 施拉姆的《大众传

页，华夏出版社，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第

年

年

月。

月。



读开元杂报》一文，对唐代存在的类似

用，不断改变着民众的文化心理。

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它的发展、演变与此间传媒的息

息相关的命运尤为突出。因此，为了论述文化传播与文学的

联系，首先得廓清“前全球化”下现代传播媒介这一文化制导

系统在近代的演变、发展轨迹。

中国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邸报”，但现代意

义上的报业萌芽却是近代的事，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是

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扩张的直接产物。

）年间，诗人王建曾作研究者认为，唐代宗大历（

《赠华州郑大夫诗》，其中两句“报状拆开知足雨，赦书宣过喜

无囚”中的“报状”就是朝廷发行的官报，主要用于朝廷的事务

发布，这是有关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记载。唐人孙樵在其所

著的《经纬集》卷三有

，并引用了宋人的

于报纸的传播工具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他所记载的“系日

条事，不立首末”的“数十幅书”，用来发布朝廷政事动态、官员

迁谪，带有政府公报性质。除此之外，在唐代还有一种“藩镇

情报”，称之为“邸报”、“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戈公振指

出，“‘邸报’二字之见于集部者，自唐始”

《全唐诗话》第三卷的一则事实：

页，三联书店， 年版。以下引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本书版本同。


